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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陀经吠陀经””与东方哲学与东方哲学

中国传统社会的崇德尊法理念
□□ 曹曹 峰峰

□□ 杨杨 路路

习近平总书记对印度文化有着浓厚的

兴趣，尤其对印度哲学有着深刻的思考与

见解。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三次提

及印度文化源头——“吠陀经”。第一次是

2014 年 9 月 在 印 度 世 界 事 务 委 员 会 上 ，

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印度文化对他的影

响，“印度跌宕起伏的历史深深吸引了我，

我对有关恒河文明、对有关吠陀文化、对

有关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莫

卧儿帝国等的历史书籍都有涉猎”。一个月

以后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指出，“印度人民也是具有非凡文艺创

造活力的，大约公元前 1000 年前后就形成

了 《梨俱吠陀》、《阿达婆吠陀》、《娑摩吠

陀》、《夜柔吠陀》 四种本集”。2019 年 5 月

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

书记第三次提到“吠陀经”，将 《梨俱吠

陀》 誉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

书记对“吠陀经”的反复提及，说明了该

书在印度文化中的地位，同时也说明中印

两国文化交流互鉴源远流长和重要意义。

“吠陀经”中的哲学思维

“吠陀经”是印度现存最古老的文学作

品，被普遍认为是印度先民集体创作的结

晶。其名“吠陀”是音译，我国佛教典籍一

般将其意译为“明论、明智”。顾名思义，

它是关于智慧的书籍。“吠陀经”是系列典

籍的统称，主要由《梨俱吠陀》《阿达婆吠

陀》《娑摩吠陀》和《夜柔吠陀》四部吠陀

组成，其中 《梨俱吠陀》 属于吠陀中最原

始、最古雅、最完整的文献，是四吠陀集的

根本经典，其余三部是它的派生作品。

从宗教角度解析，“吠陀经”是印度婆

罗门教以及印度教的宗教圣典。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将“吠陀经”称为印欧民族

宗教的起源。“吠陀经”主要由讴歌自然和

神灵的神话式诗歌组合而成，《梨俱吠陀》

为格律诗库，《娑摩吠陀》 为颂词库，《夜

柔吠陀》为祷词库，《阿达婆吠陀》为咒语

库，结构十分完备。印度先民们通过吟唱

歌颂神灵的赞歌，献上神灵喜爱的祭品，

祈求得到其庇佑与赐福。诸多神灵中，战

神和雷神因陀罗、火神阿耆尼、酒神苏

摩、医神双马童是人们主要供奉对象，这

种对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神力的崇拜反

映了古印度人颇为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

作为早期文明的集大成之作，“吠陀

经”记录了古印度人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不

懈探索，褪去宗教的外衣，其中一些诗篇

中散发着耀眼的哲学之光。一是对于世界

本原的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是哲学的根本

命题，“吠陀经”一些歌颂神明的诗句背后

浮现出先民们唯物主义意识的觉醒。《梨俱

吠陀》 的 《创世主赞》 中曾对世界本原提

出“原水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眼睛之

父，心意决定；生产原水，创设此二；古

老边界，划定之时；上天下地，从此广

延”，大意为创世主首先生产原水，然后在

水的基础上创造宇宙乾坤。与此同理，古

印度哲人在 《万神颂》 中将水、火、风、

空、地五种元素神化，赋予其创造宇宙的

属性。整体而言，尽管神创说在“吠陀

经”中占据绝对主流，但自然元素说起到

了朴素唯物主义启蒙的作用。二是对于抽

象概念和辩证思维的探索。抽象能力和辩

证思维是哲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吠陀经”

体现了印度先民哲学思维的萌芽，《梨俱吠

陀》的《有无歌》是其典型代表。“无既非

有，有亦非有”“死既非有，不死亦无”，

大意为“无”和“有”、“死”和“生”并

非静止不动，而是不断变化、相互转换

的。该文运用抽象化的语言精炼地表现了

“有”和“无”的对立统一关系，成为古印

度文明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佛教吸收

了 《有无歌》 的辩证思维，提出“空”和

“有”的思想，强调动态的、变化的概念。

婆 罗 门 教 教 义 中 同 样 继 承 了 “ 有 ” 和

“无”的概念，认为存在长恒、真实的本

体，然而此本体显现的或依附的外物不是

独立存在的。

中印哲学的东方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印） 两国人民

数千年来奉行的生活哲理深度相似。作为

东方哲学的主要代表，中国哲学和印度哲

学有诸多共通之处。从两国哲学的起源比

较，中印两国的早期哲学皆带有唯物主义

的痕迹。同古印度人一样，中华民族的先

贤数千年前即开始了对宇宙本原的深刻探

索。被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记载，“易

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作者将太极视为宇宙运行的原初动

力。尔后由太极衍生的阴阳五行说将金、

木、水、火、土从物质概念升华为抽象概

念，并提出五种元素相生相克的道理，这

同“吠陀经”的自然元素说既有相通之

处，又有一定的进步。先哲老子在 《道德

经》 中提出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

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经典论断，

其中所体现的辩证思维同“吠陀经”《有无

歌》 中关于“有”和“无”的阐述可谓是

如出一辙。

从两国哲学终极追求的角度探讨，中

印哲学体现出强烈的东方特色。冯友兰在

《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及，中国传统哲学追

求的最高境界便是“天人合一”，即个人和

宇宙的合二为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

是世间最高主宰或最高原理，人如果能做

到与天合二为一，便意味着达到了圣人的

境界。与此类似，印度哲学将“梵我同

一”视为极高的修行境界。所谓“梵”即

宇宙本体、万物本原，印度哲人认为世间

万物皆是“梵”的显现。“梵我同一”意味

着“我”从肉体和私欲中解脱出来，还原

于“梵”，从而达到超越轮回、永生长乐的

境界。尽管两种哲学境界的侧重点有所区

别，但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小我

与大我共融的内核却是一致的。

共通的哲学理念为中印人文交流互鉴

奠定坚实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就中印

两国交往做出精辟概括，“古有往来互鉴之

情，近有患难与共之交，现有共同复兴之

业”。中印人文交流的起点便充满着哲学元

素：早在公元一世纪，天竺高僧迦叶摩

腾、竺法兰来到中国宣扬佛法，开启了两

国人民文化交流的大门。之后玄奘西行取

经的故事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记忆。

两千余年来，两国交往足迹遍及文学、音

乐、器物、技艺等各个领域。近代以来，

中印两国人民始终支持对方的民族独立和

解放斗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壮举成为中印两国友谊

的一段佳话。建交以后，中印两国关系历

经起伏，如今在百年大变局下共同面临着

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愿两国哲学上

的相通与文化上的相知促进政治上的互信

和经济上的互联，使携手迈过两千余年的

文明古国共同闪耀在世界的东方。

“崇德”和“尊法”凝聚着我国古人的经

验智慧，在传统的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崇德尊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

因，深植于百姓大众心中，活跃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也为世界的社会治理贡献了中国

智慧。

崇德是国家治理、个人修
身的基础

德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符号，是中

国人最早的治国理念，是国家兴盛的基石，也

是个人修身的标准。崇德以性善论为理论依

据，以教化为手段，用自律来约束，实现对社

会的有效治理。

周朝以德治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系

统治国理念的是周朝。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

后，对于新政权合法性的解释是“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就是说：上天无亲无疏，只辅佐

有德行的人。周朝统治者从商朝灭亡的教训中

深刻认识到，商纣王残暴无道是失德行为，也

就失去了上天的佑护。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必

须以德立国，敬天爱民，上下明礼，由此提出

了“以德治国”的理念。并通过分封亲属和功

臣亲信建立诸侯国，辅之以礼乐制度来进行统

治，一直延续了近 800年。

儒家以德立身。春秋战国期间，周天子

式微，礼崩乐坏，诸子百家都为治理国家开

出了不同的药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继承

发展了周朝的“德治”理念，把德提到了更

高的地位，不仅用在治理国家方面，而且推

广到个人修养上。孔子对个人品德提出了

仁、义、礼、孝、恕等具体道德标准。他的

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就

是说，假如每个人都孝顺老人、敬爱兄长，

就很少有犯上作乱的，社会秩序自然就好

了。以孝闻名的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

的修身方法，反思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从“性

善论”出发，提出要“养浩然之正气”，做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大丈夫”。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强调通过

个人的修身和自我约束，实现社会的有序

治理。

以忠孝为核心的“德”文化渗透到社会

的方方面面。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刘

彻的采纳，从此，“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

成为皇家正统。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把代表

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考试书目，儒

家思想变成了读书人进阶的必修课，精英阶

层自然都成了孔孟信徒。以朱熹、王阳明等

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把儒家思想理论化、系统

化、生活化，使之更具有思辨性和哲学韵

味。唐玄宗李隆基组织为 《孝经》 注疏并亲

自作序，在全国大力推广孝文化。元代 《二

十四孝图》、明代 《三国演义》、清代 《说岳

全传》 等通俗民间文学的出现，把忠孝的理

念普及到了千家万户，从此，精忠报国、以

孝齐家的“忠孝”文化深入到社会的各个

方面。

尊法是国家强盛、社会有
序的保障

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为传统社会治理提供了

有力保障。

齐桓公重用管仲，成为春秋首霸。春秋时

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仅靠礼乐为核心的德

治，已经不能完全治理好国家了。齐桓公刚即

位时，齐国内忧外患，国力凋敝，经鲍叔牙推

荐，管仲被任命为相。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管

仲大力推行改革，齐国实力迅速增强。在国家

治理原则上，管仲第一次提出了“以法治国”

的理念，从立法、守法、执法等各个方面，进

行了详细的阐述。在行政管理方面，他把国都

分成 21 乡，士农工商“分业别居”；把国都以

外的地区分成 5 个属，分级细化管理。在经济

方面，把富民放在首位，提出“仓廪实而知礼

仪”，同时重视商业，搞盐铁国家专营。在军

事外交方面，高举“尊王攘夷” 的大旗，以拥

护周天子的名义，达到扩张齐国利益的目的。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成了春秋第一位霸

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

仲之力也， 如其仁， 如其仁！”他还说：“微

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也被后人称为

“圣人之师”和“中华文明的守护者”。以管子

为代表的法家也叫作“齐法家”，管仲被称为

法家的始祖。

秦国依靠法家，成为战国最强。荀子是儒

家的集大成者，他曾经三次出任当时学术中心

稷下学宫的总召集人。荀子广为人知的论断是

“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只有通过

教化和法的约束，才能让人言行变善。正是基

于荀子的这种思想，他培养出了两位出色的弟

子——韩非子和李斯。可以说是在儒家的大树

上，结出了法家的果实。韩非子从理论上把法

家思想发展到空前的高度，提出“国无常强，

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

弱”。以至于秦王嬴政看了韩非子的文章感叹

说，如果能和这样的高人见上一面、畅游一

番，也死而无憾了。李斯是法家思想的实践

者，他继承了商鞅变法的成果，把法家思想和

行为推到了极致。秦王嬴政放手让李斯去治理

国家，秦国实力远超其他六国，最终完成了统

一中国的宏伟大业。

汉唐的强盛，法治功不可没。秦国凭借强

大的军队横扫六国，却在农民起义军和原六国

贵族势力的打击下，只存在了 15 年就灭亡了。

虽然秦朝不存在了，但它的制度却被汉朝完整

地继承下来，并一直延续到清朝。因此，毛泽

东深刻地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国的强

盛使后来的统治者看到了法的威力，但是严刑

峻法导致秦朝的短命，也让法背上了道德的枷

锁。汉朝汲取秦朝灭亡的教训，起初奉行了道

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根据刘邦“约法

三章”的指导思想，施行“约法省刑”的政

策，对秦朝法律删减增补，制定了 《汉九章

律》，这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律令之宗。到了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了，转而实施儒家的治

国方略——“德主刑辅”。从此，历代统治者

都把以“德”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作为旗帜，占

领意识形态的道德高地，统一人们的思想；而

把法家学说作为操作手册，管理人们的行为，

有效治理国家。唐朝的强盛，人们往往归功于

君主的开明和大臣的贤能。实际上，我国第一

部完整的传世法典《唐律疏议》的颁布、诠释

和有效执行，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对许多

亚洲国家也有显著影响。

崇德尊法是传统社会治理
的有效手段

社会治理最主要的是对人的有效管理。汉

宣帝认为，汉家制度是“霸王道杂之”，由此统

治者大都采取外儒内法的策略，用德法两手来

治理国家。几千年来，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巨

大演进变化，但人的本性并没有根本改变，人

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到今天仍

在继续。人的本性如同硬币的两面，既有善的

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恶的表现是在不同条

件下呈现的。在利益一致时，人们为了共同的

目标，人与人的行为是友善的，呈现善的一

面；在利益冲突时，有的人为了一己私利，伤

害他人，呈现出恶的一面。崇德，就是让社会

有共同的价值导向，人们有高尚的道德追求，

有高扬的信仰旗帜。尊法，就是通过法律的强

制约束力，抑制可能损害他人或者社会公众利

益的言行。崇德，在熟人社会中效果明显；尊

法，对于陌生人社会作用巨大。崇德尊法是中

国治理的成功实践，为世界社会治理贡献了中

华民族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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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

思想家，司马迁以其超群不俗的史识、悲天

悯人的人文情怀、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深刻

的人生体验记述并反思数千年的历史，研究

当时社会现实，在批判地继承各家义利思想

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义利观：重义，

义中有利；重利，利以生义。

关于义利的问题，先秦儒家大都有过重

要论述。从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到孟子反驳梁惠王的“王何必曰

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再到荀子的“人知

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

也，愚莫大焉”，基本上奠定了“义重于

利”“重义轻利”的基调，这种价值排序也

决定了君子与小人、有德与无德、是与非之

间的分界。司马迁在对“义”的肯定与推崇

上，总体上延续了孔、孟、荀的基本观点和

立场，将它作为个体德行的基本要求和价值

取向。不同之处则在于，司马迁更突出在尚

义、重义中的责任、义务与担当，并认为这

是关乎一个国家以何种价值为主导的大问

题。可以说，重义在司马迁这里更多的是一

个“上行”原则，其目的在于“正风”，即

移风化俗，最终实现家国天下稳定、健康、

和谐的存在与发展。

从治国理念来看，司马迁认为仁义不仅

可以安社稷、平天下，更是一个国家繁荣昌

盛、威慑四海的根本。这点在《史记》中随

处可见。在阐述作《律书》的目的时，他明

确指出，“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

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

欤？”从历史上黄帝、汤、武所治之世繁荣

昌盛、桀、纣统治之国国祚短促的教训可以

看出，不建立军队，国家不可能强大，不弘

扬道德仁义，国家便不可能昌盛。在《汉兴

以来诸侯王年表》中，他列述了汉初以来百

年间刘汉王朝从分封同姓王和异姓王，通过

记录各国兴衰损益的时间，总结政治得失，

最后得出结论并告诫当政者“要之以仁义为

本”。因此，他指出“太上修德，其次修

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意

为，政治运行的好与坏，最终决定性因素是

“德”，其次才是“政”，再次是“救”，而不

是一味地去祈求上天。

从对人物的精心塑造来看，司马迁对人

物的评价决不以社会地位与身份而定，而是

一切以是否符合“义”的要求为标准。对于

能弘扬或是符合“义”的要求者，哪怕是穷

困布衣之徒，甚至他们倾尽所能也未能扭转

乾坤，他也大事颂扬赞美。如在 《史记》

中，他专门为“游侠”“刺客”立传，记述

并分析了侠客的不同类型，高度赞扬游侠虽

然不符合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准则，但他们言

必信、行必果，常不顾个人生死而救人于危

难之际的侠义精神。在《刺客列传》中，他

欣赏勇猛劫持齐桓公拿回鲁国土地的曹沫；

也赞扬杀身成仁的豫让；更钦佩荆轲刺秦王

的悲壮与刚烈。不管行刺成功与否，这些刺

客身上都有一种扶危救弱、不畏强暴、士为

知己者死的大义，故引得司马迁由衷地赞

叹，“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

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对于那些

虚伪矫饰、违反仁义之人，他毫不留情地予

以揭露和嘲讽。

从 个 人 的 道 德 践 履 来 看 ， 司 马 迁 将

“义”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与行为规范，以

自己的切身行动诠释了对“义”的坚守。在

极度困厄之际，他并未走向颓废进而否定人

生，而是始终以前贤的凛然正气和人生追求

来支撑和激励自己，“西伯拘而演 《周易》；

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赋 《离

骚》……《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

为作也”。终是以刑余之躯奋发有为，完成

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

巨著——《史记》。正因如此，他笔下所讴

歌的英雄，也大多是以昂扬的生命姿态与强

暴、与命运作斗争，为坚持自己心中之

“义”而至死不悔、视死如归的形象，如不

辞辛劳、周游列国的孔子，誓死不食周粟的

伯夷、叔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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